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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版）郭沫若研读了《易经》《诗经》等史料，并根据他对
甲骨文金文的初步阅读，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论证了中国和西方一样，经历了奴
隶社会这一重要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而间接回答了中国走什么
道路的问题，呼应了国内革命的进展。

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郭沫若发现传世文献不尽
可靠，他需要第一手文献，于是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并迅速在
这一领域成为国际顶尖学者。他在甲骨文字识读、分期断代、
卜法文例、断片缀合等方面取得了傲人成就，被学界敬称为“甲
骨四堂”之一。他受美术考古等学科的启发，用标准器研究法
凿破金文混沌，按照时代和国别对两周金文辞整理出一个科学
的体系，成为此后金文研究不可绕过的高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对郭沫若等人的活动加
强了限制，郭沫若只能又重新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历史研究和历
史剧创作上。史学名篇《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
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时，毛泽东
告诫大家不要做李自成，也是从中受到的启发。郭沫若创作了
《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号召团结抗战，主张尊重人
民。他还系统研究了先秦诸子思想，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
书》这样的史学名著。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著作，在延安给他
写信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
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是毛泽东对郭沫若史论和史剧的高度评价，高度凝练地概括出
了郭沫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一直倡导“人民本位”的

理念。早在1946年，郭沫若就说：“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
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
切。”“举凡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有害于人民的便是恶。坚守
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脱离人民本位的便是非。”不久，他又在《历
史人物》的序言中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
宗：人民本位！”“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
事创作。”“人民本位”“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是郭沫若终身践
行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标准。

郭沫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具有雄浑大气的视野和海纳
百川的胸襟。他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梁启
超等前辈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在长期的海外留学和流亡生活
中，在广泛阅读和研究外文资料、翻译西方科学文化著作的过
程中，养成了世界性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胸襟。

1914年，22岁的郭沫若在大哥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经过刻
苦的学习和准备，考取了九州帝国大学这所在日本仅次于东京
大学和京都大学的著名高校。他在医学部求学期间，广泛阅读
泰戈尔、惠特曼、福楼拜等人的文学作品，深入观察和了解日本
的现代文明，并重新阅读庄子、王阳明等人的著作，在这一过程
中形成了独特的世界性视野和深邃的抒情风格，创作出昂首天
外、壮怀激越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女神》。在
《晨安》中，诗人的目光掠过俄罗斯、帕米尔高原、印度恒河、埃
及金字塔、比利时、爱尔兰、大西洋、美国、太平洋、日本，宛如在
飞速运动的卫星之上俯瞰地球。在《三个泛神论者》中，郭沫若
将世界上不同文明、上下千年的三个历史人物——中国的庄
子、荷兰的斯宾诺莎、印度的加皮尔（Kabir）并置在一起歌颂。

拥有如此宽广和深邃的历史和地理视野的郭沫若，在研究中国
历史、考察中华文明的由来和未来中国的走向时，自然会有开
阔而深刻的思考。

郭沫若是被低估的翻译大家，他留下来的600多万字的翻
译著作来自德、英、日三种语言，广泛涉及包括《德意志意识形
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在内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以及诗歌、戏剧、小说、学术研究、科学等多个领域的
世界名著，这些著作的作者包括歌德、泰戈尔、辛克莱、高尔斯
华绥等重要作家。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著
作风靡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枕边书。

在学术研究上，郭沫若始终关注着全世界的学术进展，和
海外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在翻译《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发
现欧洲大陆已经被考古学家考察遍了，而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
遗迹大都还没有得到考古发掘。他立志要在世界文化史上写
满中国文化这一白页。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要补恩
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的不足：“于
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
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填补世界文化史的空
白，是他一以贯之的理想。

郭沫若在学术视野上时刻保持着世界眼光，和国外学者
保持着密切联系，促进中国学术在和外国学术的交流中发
展。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和日本学者中村不折、河井荃庐等
交换资料，并得到内藤湖南的高度肯定。他的历史研究得
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卫的高度评价：“中国的
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

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
成了例外。”

郭沫若不仅在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拥有着世界眼光，还
在科学技术上保持开放心态。在留学期间，郭沫若汲取了丰富
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有系统的钻研，听过
爱因斯坦、巴甫洛夫等科学泰斗的讲座。由此，他广泛关注到
西方在科学文化上的最新成果，翻译了《生命之科学》这部科学
巨著。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积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
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郭沫若积极争取
钱学森等在海外的科学家归国效劳，并对他们委以重任；他关
心着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积极帮助他们出版专著、发表文章，
提供生活上的方便。郭沫若积极倡导科学技术和生产相结合、
积极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积极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努力加强中国科学家和苏联、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交流，争取苏
联科学家援助中国科学界，还努力和日本、法国、英国科学界建
立联系，和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坂田昌一，以及自然科学
史家李约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郭沫若等人的积
极努力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作为革命者的郭沫若，以他世界性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博
大的胸襟，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投身于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洪流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人民做学问，
为人民而写作，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值得我们
永远追念和学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郭沫若拥有丰厚的人文学识和文化素养，杰
出的学术建树与超卓的诗性创造力在他的文化人
生中得到了融合与互补。他的智性与诗性、才具
与才情臻于圆融，堪称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文化
巨匠。

郭沫若的形象有时给人以分裂之感，但他作
为文学家与学问家的形象是彼此抱合的，因此他
被视为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式人物，也就是说，
其卓越才能在多个领域都得到了全面发挥。倘若
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精神人格的完整性，就会
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主体的分裂状态。本文尝试分
析的，正是郭沫若作为诗人与学者在精神人格和
文化形象方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学术研究对文学感兴的抱合

郭沫若首先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
《女神》以对时代精神的抒写，开创了汉语新诗的
一代诗风，《屈原》《棠棣之花》等又以历史资源的
开发造就了现代诗剧的卓越风采。郭沫若的戏剧
或诗剧几乎都是历史剧，是他精研历史并深耕历
史文化感兴的诗性成就。郭沫若贡献给汉语诗坛
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特别是影响巨大的《凤凰
涅槃》《天狗》《匪徒颂》《晨安》《三个泛神论者》等
等，也多取材于中国历史和民间神话传说。几乎
难以想象没有历史感兴和历史文化深耕意识的诗
人郭沫若，其创作比任何现代诗人都更倚重于现
代人文学术资源。

郭沫若同时是现代人文学术的开拓者和卓越
实践者。他的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和社会思想文
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冠绝一时，而且也为后
来者，哪怕是对其展开学理批判的专业学者所难
企及。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包含着诗人的气质，带
着浓厚的文学家风采，这同样说明他的文化精神
中诗人品质与学者风范的统一性。没有诗人气质
和文学感兴的学者郭沫若，同样难以想象。《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有历史专家发现此书
的特征在于“文学家的笔调，丰丽的叙述”，还有充
盈全书的“革命热情”，同时也发现他对《诗经》等
文学资源开发的热情多过对其他材料的关注。他
关于奴隶制社会的主要证据，多采自《诗经》的《七
月》《灵台》《出车》《东征》《破斧》《鸨羽》《击鼓》，对
于《书经》资料的使用，也偏于《康诰》《召诰》《多
士》《费誓》等文学性很强的篇章，对《易经》材料的
取法也有类似倾向。郭沫若关于甲骨文、金文的
研究，也常常指向古人的文学表述习惯和文学意
象，诸如“燕之驰祖”“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
云梦”等。他对古代人物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洋
溢着文学的热忱与兴味，关于屈原、曹操、李白、杜
甫等诗人和文学人物的研究自不必说，即便是《青
铜时代》中论及老子，也存在着“充分地把老子遗
说文学化了”的现象。他研读并整理、标点《盐铁
论》等古籍，也常常是因为它们具有文学价值，
《〈盐铁论〉读本》便是这样推出的。他明言，前人
“不把它堪称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诧异的”。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那些年，他继续钻研古
代社会史，通过《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表
示出对战国时代、奴隶制度等问题的热切关注，实
际上体现着一个文学家对现实、时代进行诗性批
判的情感要素。

当然不是说郭沫若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围绕着
对象的文学性展开，更不能说郭沫若所有的学术
研究都是文学的学术研究，但他的研究兴趣和学
术指向常常与文学贯通，他所研究的对象大多出
自文学阅读的经验与感兴，这是不争的事实。而
且，他在学术研究中最精彩的推论、最奇妙的建
树、最有闪光点的想象，往往与他的文学素养和诗
性的想象力密切相关。文学性、诗性显然不是学
者郭沫若其成果学术性的全部，但文学性、诗性构
成了郭沫若学术的精华、亮点和魅力、特性。

郭沫若从不讳言学术研究应该像文学创作一
样为现实服务，这也是他作为学问家与作为文学
家相统一的文化认知的体现。在现实批判的文化
要求之下，郭沫若对文学和学术都尽可能作柔性
的处理，其结果常常是使得学术文本呈现出文学
文本的某种形态。这就是他那影响甚大的《甲申
三百年祭》的文本特色。这是郭沫若于1944年撰
写的一篇历史研究札记，其中含有较厚重的学术
成分，对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牛金星、宋献策
等明末人物的评骘谨严缜密，对于自然灾害频发、
民瘼饥荒严重、李自成兵败梓潼、李信编造谣词、
李自成被围鱼腹山、刘宗敏逼反吴三桂、李岩被诛
杀等历史事件的论证切实充分，所引用的《明史》
《明季北略》《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等史籍资料可
谓具足详备。此文写法颇具文学风格，类似于章

回小说风格的有“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
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类似于
现代小说风格的如“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
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
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全篇则近散文体格，又借
助清代董恒岩所创作的院本《芝龛记》进行文学阐
发，全文围绕李自成、崇祯、李岩等历史人物展开
悲剧性的文学渲染，实在是一篇将学术研究借用
文学方式加以文本呈现的奇异文字。这样的文字
一经发表，立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国民党的
文人从此文观察到一种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意
味，并且非常灵敏地嗅到了其中借反对明朝来讽
刺政府专制、鼓吹农民运动的政治意味；中共领导
人则从中看到了抗战胜利在即宜戒骄戒躁的历史
教训，号召党的干部研读此文。国共两党对这篇
文章的解读分歧如此之大，说明它的确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它的思想内涵具有较大的包
容性，它所描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形象意义
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态势，这正是文学写作所具有
的文本价值的体现。

以文学的感兴处理历史研究的课题，以审美
的情怀分析往古人物的悲剧，以诗性笔法呈现学
术研究的成果，这是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进行学
术研究的一种风格，也是他的一种学术风采。正
是通过这样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呈现，人们很容易
观察到，文学性与学术性在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中
得到了统一的、和谐的以及完整性的体现。

文学风范与学术品格的弥合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原本是为创
作一部刻画李自成、李岩悲剧命运的历史剧而作
材料准备的。这部剧作的创作计划因种种原因未
付诸实施，郭沫若后来有条件进行历史剧创作的
时候，再也没有激发起创作这部悲剧的冲动与兴
致。这表明，在郭沫若的心目中，类似于《甲申三
百年祭》这样的题材，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还是文
学创作的对象，其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文学作品
或是学术论述都可以呈现并抵达他相应的历史的
诗性的思考。这篇文章倒是激发了文学界、戏剧
界对类似题材的创作热忱，包括夏征农的《甲申
记》在内，一批以甲申历史为题材的戏剧纷纷涌
现，形成了风靡一时且影响深远的“甲申文学
热”。相关的历史悲剧虽未能写成，但通过这部学
术散文或历史札记，郭沫若已经既在文学意义上
也在学术意义上抵达了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境界。
这是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的文学风范和学术风范
相统一的价值体现。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郭
沫若都是属于既开风气又率先垂范的文化巨匠。
文学方面，他以白话新诗的辉煌成就开一代诗风，
《女神》以充沛的时代情绪和强烈的情感表现，打
破了“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白话分行式的尝试
性写作模式，并以“诗是写出来的”的豪迈与自信，
以浓烈的情感和饱满的情愫赋予新诗灵魂，同时
创造性地设计了汉语新诗的诗性节奏，使得白话

新诗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风采。在学术研究方面，
郭沫若同样是“但开风气”地开拓研究领域、探索
研究方法，并且率先垂范进行实践，从而奉献出丰
硕的学术成果。

他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史学的卓越开拓者，
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系列学术成果开辟了
新史学的一片天地。郭沫若自己非常明确地说，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为观念基础，也就是“必须知道的准
备知识”，所持的史学方法论是“唯物辩证论”。这
不仅是他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也由此创建了
中国史学的新方法、新理念，催生了中国史学的新
气象、新格局。朱自清在1940年代曾客观地评说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影响和历史地位：“抗
战以来的许多新史学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这部
书的启示。”这一判断表明郭沫若其实是公认的新
史学的开拓者。董作宾更确认，中国的“唯物史观
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
与朱自清的观察和判断完全一致。

郭沫若不仅将“唯物辩证论”的历史观和方法
论运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特别是历史分期研究
方面，还将这样的观念和方法普遍运用于古代思
想史研究和文字考古学研究。不同背景的历史学
家都注意到，郭沫若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
的新史学方法，并将之用于古代经学的研究和古
文字考释：“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
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
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
系。”日本史学家藤枝丈夫判定，郭沫若开辟的新
史学研究使得中国的甲骨文、金石文字研究别开
生面，他认为郭沫若的研究使得中国这方面的学
术从王国维、罗振玉、王念孙、王引之注解甲骨文、
金石文字的传统中走出来，“到了郭沫若先生，以
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
鲜明的图画。”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重要学术著作也同样
贯彻新史学的学术理路，继续“想运用辩证唯物论
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古
代思想家的价值评判，基本上奉行“人民本位”的
理念，这样的理念同样与新史学观念、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学术传统紧密相连。秉持这样的理念，郭
沫若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几乎是翻案式
的，他对于古代思想家的价值评定，有时候能体现
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答客问中》所说的“独
断之学”的风采，这里的“独断”实际上就是独步、
独立，卓然而不从众。郭沫若对墨子的否定、对吕
不韦的肯定，都与学界通行的判断相左，而他之所
以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就是因为他有“人民本
位”这样稳定有力的价值观支撑，对后来的历史研
究和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在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批判中，对墨子的评价
是他的学术观点与众专家最为大相径庭的。有人
说墨子是“工农革命的代表”，但郭沫若正是从“人
民本位”的角度否定了对墨子的如此判断，因为墨
子的“兼爱”“非攻”与“人民本位”的革命意趣南辕

北辙。他在《群众》杂志发表的《墨子的思想》一
文，认定墨子是反动的宗教人物：“墨子始终是一
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不科
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为什么与众说会有这
样的龃龉？郭沫若从文学和审美的立场出发，对
明显有陈腐乡愿趣味的墨子颇无好感，至于“宗教
家”的判断，也是对墨子哗众取宠的蛊惑性表示反
感的意思。当时与郭沫若商榷的杨天锡、筱芷极
力反对将墨子定义为“宗教家”：“虽然墨子主张天
志与明鬼，但绝不是一位宗教家。他原本是当时
的贱人，属于奴隶之类。”其实，在先秦那样的文
化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会以宣
导者的角色和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作所为被
说成是“宗教家”应无大差。墨子学说在那时候
很有影响力，所谓“非儒即墨”一说可见一斑，而墨
子又善于在工匠社会传播他的学说，郭沫若称他
为“宗教家”是有道理的。杨天锡以为宗教家必定
宣传神鬼之说，显然是对宗教家身份特征的一种
误解。

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念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其鲜明强烈的学术开拓
性，影响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时代，辐射到了整整一
个时代的历史学科，影响了中国史学界的一代学
人。他的学术影响力其实并不逊色于他的文学影
响力，文学影响和学术影响呈现出某种互补之势，
二者聚合在一起，共同成就了这位文化巨匠的完
整形象，使得郭沫若的文化形象更加完整。

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依存支撑

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化巨匠的形象，是由他的
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文学影响和学术影响相组
合、相融合、相聚合而成的，也正是文学和学术这
两方面铸成了他的完整与辉煌，铸成了他的风格
与品格。要完整全面地理解郭沫若，就需同时理
解他的文学与学术成就，理解其文学创作与学术
研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经常以丰厚的学术积累作
为支撑，就像他的学术研究经常关涉到文学感兴
一样。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他的文学作品都充
盈着学术的精神内涵，洋溢着厚重的学术气氛。
诗歌《凤凰涅槃》在诗前小序中引经据典，阐述凤
凰的来历，甚至引用到《广雅》这样的典籍。他的
历史剧和诗剧创作，都会经过一番学术的考辨和
阐析，对故事的历史背景、人物心态甚至对虚构人
物的逻辑合理性的说明，使得这些作品、作品中对
相关历史的描写和表现，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及其关系等，都带有相当厚重的学术分量与品
质。当他将这样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推导的结果融
入想象性的发挥，他的文学表现就会特别有光彩
和魅力。他的戏剧中关于楚湘文化和开放民风的
文学表现就是如此。郭沫若的研究与朱熹《楚辞
集注》对荆楚之地的说法接近，即认为楚地气候温
热，民风开放，人物的穿着和行为风格都显得比较
大胆，因此在其所著《湘累》剧曲中，对古代洞庭景
象进行相关描写时，也做出了相应处理。湘楚之

地的风色艳丽，为郭沫若新潮、炫惑、西化的戏剧
场景构思提供了学术准备。

当然，人们更关心或者更在意郭沫若以文学
的视野、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感兴甚至文学的笔法
介入学术研究的现象。在郭沫若的学术批评中，
批评者普遍关注到郭沫若将文学性和诗性思维引
入学术思维的特性，不过多从负面进行定性，认为
是以文学的想象冲淡了史料的求真，以情感的书
写代替了学术的推论。其实这样的批评并不符合
郭沫若学术研究的实际，郭沫若令人瞩目的学术
成就，包括其对古代社会历史阶段的分期研究，甲
骨文、金文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与行迹研究，都
是通过大量的材料佐证和严密的学术论证抵达
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为他相关研究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提供了保障，文
学性的想象思维和情感寄托无疑增益了他学术研
究的灵感、灵性，拓展了他的想象空间和想象维
度，使得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如虎添翼般的
学术升值。例如他的屈原研究、庄子研究，之所以
能得出一系列独步之论，就与他以诗人性情对这
些历史人物进行文心体验的方法有关系。因此，
将文学性的体验融入学术研究，将诗性的想象涉
入历史考察，这在郭沫若那里是一种优势、特色和
魅力，不应该受到指责与否定。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粗粝、粗疏
和粗拙的痕迹，遗留下不少让人诟病的话题，其中
有些与作为开创者的应有风范有关，如锐意前行、
不拘小节、不避瑕疵、不讳随想；有些也是作为诗
人和作家想象力过于丰富、联想过于灵活造成的
结果，如将屈原《橘颂》首句“后皇嘉树”中的“后
皇”，通过简单的词语联想，解释为“后土皇天”，就
显得有些草率。“后皇”作修饰性的“辉煌”解，应该
更加合理。郭沫若学术论述中的不少推断，都带
有诗性联想的随意性，不过这不足以概括郭沫若
学术成果的特色，更多的示例证明，郭沫若以诗人
的体验、想象和文学家的构思介入学术研究和历
史阐析的时候，经常能有精彩的学术发现，而这样
的发现可以被证明与历史的事情或故典的承载完
全相符。

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以及他对《离骚》的解
读，多有“独断之论”，而这些“独断之论”有时就成
了不易之论，其中的奥秘就在于郭沫若以诗人的
心灵拥抱历史人物，体验他们的心境，庶几能部分
还原历史的实情。对于屈原的自沉，郭沫若认定
他乃是为忧愤国家之亡，并引《史记》等相关材料
作为佐证，其实也是郭沫若体恤古代诗人的感时
忧国情怀而做出的合理判断。但历史学家缪钺则
坚持认为屈原“自伤放逐，非伤国亡”，与郭沫若之
论争锋相对，并举例说：“屈原至江南后，大约不久
即自沉，或在顷襄十年之前，决不及见秦兵之入
郢。”然后分析郭沫若的“伤国亡”之论的文学家和
诗人理路：“郭君初撰《论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一
文，亦在九一八沈变之后，盖皆痛伤国难，因自己
之所感受，而寄怀古人，以为屈原曾见秦兵入郢，
而屈原自沉，非徒自伤身世，兼有殉国之意
义……”分明是说郭沫若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寄托
于故人屈原身上，这样的寄托有理由被认为离学
术较远。不能否认，郭沫若之理解屈原、论述屈
原，甚至崇尚屈原，用诗剧笔法讴歌屈原，当然与
他现实的爱国情感相关，但郭沫若不会简单地以
自己的现实情感代替历史人物研究，他的屈原论
述有足够的历史依据，符合历史真实。缪钺以屈
原不可能“曾见秦兵入郢”，就断言屈原至死不可
能与亡国之忧有关，这样的逻辑有明显缺陷。像
屈原这样士大夫出身的诗人，对国家的前途非常
关心，也特别敏感，即便是未曾等到“秦兵入郢”的
那一刻，难道就不会因秦的虎视眈眈而忧心如焚，
然后以死明志？更何况，根据缪钺列举的“忽若去
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句中的“九年”计算，屈
原被流放是在顷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至
白起破郢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首尾
正是九年，怎么就能断定屈原没见到秦兵入郢？
而太史公都有“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之说，认定《哀郢》是屈原的作品，这样的佐证应该
是有力的，也可以说同样有力地支持了郭沫若的
屈原观。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成就颇高、影响重大的文
化巨匠，卓越的文学创作和深到的学术研究圆满
结合，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互为补充、互相成就、
互动互涵，构成了他的文学风格和学术特色，也完
整地体现了他的独特形象。注入文学家的诗性思
维，取用并开发文学资源，这些因素对他的学术研
究也大有助益。

（作者系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

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巨匠
——论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与特色 □朱寿桐


